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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1949 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相应地指导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也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

思想……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

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

治的思想。 ”[1]但主导意识形态也不是天然就会成为

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多数民众依然受封建传统观念、

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等旧意识的影响。 正

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现在， 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

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

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

不同立场就会存在。 ”[2]（P445）这些所谓的边缘意识

形态以一种非官方的意识与主导意识形态争夺主流

话语权，妄图造成社会的离散和失控。 因此，在面临

国内外对新政权合法性质疑的压力下， 新生政权要

夯实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开发与维护合法性资源。 而

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跃升为主流

意识形态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用政治结构和机

构的合法性， 我们可以标明它们对一种社会形态中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 合法性里面特别包

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 在分析政

治权力的合法性时， 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

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 ”[3]

在 1949—1956 年这段期间，党所继续开展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一定程度上就扮演着这种政

治社会化的角色。 以 1953 年为界，1949—1956 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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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

摘 要：1949—1956 年， 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

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

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 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

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

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 这四个

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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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两

个具体阶段。 党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也经历

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

两个主题。 尽管主题不同， 但共同点都是 “除旧布

新”，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希冀构建新

的观念化意识形态、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新的制度

化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 以促进马克思

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

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

一、密切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创新和调适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

畴，以构建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

主导性意识形态要跃升为主流意识形态， 除了

依靠自身已是国家层面的思想上层建筑这一资源优

势外，还必须要有一个科学价值优势。这种科学价值

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能满足形式逻辑的要求，能成为

一个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 更重要地在于它还能在

认识和改造富于变化的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一

个精致的而非粗陋的意识形态应兼具稳定性与灵活

性两种特征， 表现在学说上则具有解释的雄辩性和

论证的自洽性两种品格。 ”[4]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

视域来看， 它体现了政治社会化主要内容的真理性

成分，影响着政治社会化的前提和基本方向。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格局下， 马克思主

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充分体现自己的科学价

值以获取民众认可， 同样仅仅依靠过去的实践来进

行佐证，或者从思维逻辑、理论体系等方面进行自证

是远远不够的。 密切联系新实践创新和调适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 构建新的观念化

意识形态，就成为首要选择。

密切联系中国新实践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因为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的有机统一， 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品质和要求。 1949—1956 年这段

期间， 为了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这两个具体的意识进行理性的论证和辩护，中

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政治领袖和一些职业思想

家， 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

的一些有益做法和实践充分展开而呈现出的特点进

行了理性加工与升华， 形成了系列新的观念化意识

形态。具体体现为：第一，继承、发展了原有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成果即新民主主义理论， 构建了完整的新

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所谓的“完整性”，最明显就是党

的相关认识更加系统和富有鲜明的实践性。 党不再

仅仅局限于从理论逻辑上推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选

择依据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方向， 而是立足

于实践理性思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成、 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等问题。可

以说， 正是伴随着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实

践的深入，全党才逐渐清醒认识到要用大约 10—15
年的时间，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国家工业化建

设，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使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发展；在国家工业化实现后，

通过国有化、 集体化等途径稳步地进入到社会主义

社会。 第二，创新了本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即将结束时，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累积， 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转变

的思想， 并且这种思想在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

践中逐渐形成了理论体系。 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实

质上是对本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因为它创造

性地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原理运用于中国这

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在实践中呈现出中国

特点。同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确立时，就如何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 党在借鉴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经

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层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

特色的理论成果。 另外，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

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理论的提出，相应构成理论

体系的逻辑单元———范畴， 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调

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主题范畴由原来的“革命”转

化为“改造”、“建设”，由此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发展动

力、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等

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激活。 总之， 上述这些理论成

果，无论是发展还是创新，乃至范畴的调适，从意识

形态政治社会化视域来看， 就是要重构社会共同体

的思想与精神基础即主流意识形态， 以更好地指导

新的社会实践和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如新民

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出及其相应范畴的调适， 就是

要确立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克

服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困惑， 统一民众

思想，给民众一幅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清晰蓝图；

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提出及

其相应范畴的调适， 就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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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流意识形态， 抵制小农观念和资产阶级思想

这些边缘意识的影响， 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完善成

为民众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

二、消解和清除旧意识形态在思想
文化领域的影响，确立和实现马克思

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
基本研究范式，以构建新的科学化

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为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主导意

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总是与边缘意识形态的政治社

会化进行着相互渗透与消解。这些边缘的意识形态，

既包括在这一社会中因多种因素而滋生的新意识，

也包括前社会遗存的旧意识。相较刚滋生的新意识，

旧意识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从受众面来分析，这

些旧意识既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头脑中， 也植根于一

部分思想文化领域的传播者———知识分子群体的心

灵深处。而对后者的消解则甚是费力。因为阻碍消解

后者的因素具有复杂多样性， 一方面存在于思想文

化领域的旧意识与哲学社会科学纠结在一起， 往往

呈现出所谓的“科学性”、“超前性”，以致具有很大的

迷惑性；另外，这一领域的主体———知识分子群体所

具有的个性化特征与批判性思维， 也造成了对主导

意识形态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拒性”。建国初期，主导

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政治

社会化，就遇到了这一绕不开的境地与难题。而这一

境地与难题的破解与否， 关乎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的能否确立。因为它是衡量、判断主导意识形态先进

与否的重要标准，“当某种意识形态能够包容并引导

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 这种意识形态就具有作为社

会核心价值的先进性” [5]；同样它也影响、决定着发

挥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政治社会化媒介作用的程

度，以及整合边缘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趋同

主导意识形态的效度。

1949—1956 年，党对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旧

意识并没有采取回避和妥协的态度， 而是借重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积极地进行渗透与消解，并在此基础

上重构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 这种科学化的意识形

态，既体现在奠定、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各理论学科的

总体指导性地位， 以及自觉树立运用马克思主义思

想观点开展具体学科层面的阐释、 探究这一基本性

范式方面； 也表现为从学理层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思考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理性权威上。第一，从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动力层面，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清除旧意

识影响， 以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

的统治地位。 从 1951 年起党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

训传》中唯心史观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

批判、 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梁漱溟

新儒学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 尽

管这些批判运动存在着将学术问题简单化、 政治化

的倾向，但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的开展，表明了新

政权的执掌者———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性，不

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还要

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另外，由于这些批判运动的开展始终贯彻着在思

想文化领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

义、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教育，极大地清

除了旧的意识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为

树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在全社会的主

流意识形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新实践特

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起到了

思想前导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

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

受到严重阻碍。 ”[6]第二，从壮大马克思主义队伍和

中国化的主体层面，开展知识分子改造旧政治文化、

习得新政治文化的教育活动。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

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

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

史唯物主义等几门课程。 ”[7]总体来说，由于党坚持

了团结而不是打倒的立场、 采取了温和而不是粗暴

的态度以及实施了自愿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广大知

识分子踊跃投身到思想改造活动中，并分别在 1951
年马寅初向中央领导提出学习的请求之后的一年时

间以及 1955 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掀起热潮之后达

到了两次高潮[8]（P359-361）。经过“系统学习—批评与

自我批评—提高认识、转变思想”等环节，广大知识

分子基本上实现了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新旧替代，

即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政治文化替代资产阶级思想

等旧政治文化。这种新旧替代，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新

中国的政治认同感， 也促使他们更能自觉地投身到

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以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这一独特

的政治社会化媒介作用， 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主导意

识形态政治社会化进程。第三，从激发和夯实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活力与科学基础层面， 开展了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考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学

术讨论活动。 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错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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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意识形态的确立离不开对

相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学理探究所获理论成果

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不例外。 因为“哲学

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库， 意识形态是哲学社

会科学的思想合力。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扎

实推进及其最新成果的产生， 就与一批专门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所遇到的现实世界环境

的心理反应及其基础上的理性加工与升华密不可

分， 而有关的学术讨论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之

一。此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讨论活动非常活

跃，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力，也增强了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如 1949—1950 年开展的关于社会

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1952 年和 1956—1957 年开

展 的 关 于 过 渡 时 期 民 族 资 产 阶 级 问 题 的 讨 论 、

1950—1952 年和 1956—1957 年开展的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1951 年开展的对半无产阶

级也是领导阶级观点的讨论、1953 年开启的关于过

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讨论等等。

从政治社会化视域来看，这些讨论所取得的成果，既

是回应当时思想理论界对日益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

所引发的思想困惑， 达到引领政治社会化前进方向

的目的；也反映了边缘意识形态正被不断内化的马克

思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理性权威所消解和整合。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构建新的

制度化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 国家政策和法律与主导意识形态

总是密切相联。 如国家政策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关

系方面， 尽管国家政策也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内部政策、主张层级则

要服务、支撑着其内部的价值理想层级，在制定执行

方面也必须以主导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和价值指导；

而法律与主导意识形态关系方面， 两者虽属于不同

类型的上层建筑，但作为法律的意识、观念却是主导

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另外，法律制度也必须要贯彻

意识形态的要求与价值， 是意识形态的规范外化。

“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只有与

制度相统一，与法律相吻合，才能转化为广大民众的

信念，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 ”[9]可

见，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要上

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在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必

须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发生联系。 惟有将主导意

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化为与社会民众的利益、 需求攸

关的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个中介实现

社会全方位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整合； 也只有借助

法律制度等“硬国家机器”，才能对社会的经济基础

和对人的意识、心理结构产生作用，从而支撑其转化

为主流意识形态。

而主导意识形态在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政

策、法律发生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离不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因为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的制定， 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提

供的思想与价值指导， 它们本身制定的过程实质上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层面的实践； 同样它的

贯彻执行， 也离不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观对民

众进行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实现思想动员

和提供“内化”助推剂。在这一期间，党所进行的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重点就是要促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 推动新社会变

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以构建新的制度化

意识形态， 从而为纳入政治社会化的民众提供一个

更易认知主导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 以及便于操作

的运转模式。 具体来说，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

期，党首先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理想，通过

1949 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这一具有临

时宪法性质的文件给予了确认，并从经济、政治、军

事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了详实的政策规定， 以使

民众对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实现这一价值理

想有更清晰的理解与把握。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

首先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主张上升为党的过渡时

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然后在 1954 年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给予确

认，使其成为国家的意志。 而对如何实现对农业、手

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根据由低

到高的改造形式采取不同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胜利时，党将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的价值理想通过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形式

向民众进行了公布，并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政

治、文化、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作了细

致化规定。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

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 团结国内

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

的条件， 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 ”[10]另外，在对现实社会展开马克思

主义判断并由此形成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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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过程中，党还对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容及其实

现的方式方法、意义等作了广泛的宣传。而这点从当

时的宣传文件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可以获得

佐证。 如在 1951《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

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宣教

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

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1952—1955 年元旦之

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

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

务》、《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迎接一九五五

年的任务》等社论。 总之，基于主导意识形态价值观

而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新制度化意识

形态， 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

识形态的转变构建了一个内在的价值导控体制。

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
最新成果的大众化学习教育活动，规

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
则，以构建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 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

这一主体迫切要实现自己地位的提升， 实质上是对

意识形态接受客体的争夺。 “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

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 就在于正确判断在

什么条件下、 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

地夺取政权， ……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 能通过教

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

扩大自己的统治。 ”[11]同样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

化， 包括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政治社会

化中重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不例外。 要真正实现

由主导向主流的转变， 以保持自身所维护的政治体

系的顺利运行和持久延续即总体政治社会化， 则首

先要以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为前提和基础， 使个

体能够接受这一意识形态的教化并将其内化为个体

的动机、认知、态度和文化性格。

建国初社会处于新旧转型期， 社会意识方面呈

现出了思想多元和价值多样的特征， 尤其是普通民

众受封建传统文化等旧意识、 旧观念的影响根深蒂

固。 而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一套定型化的革命式

的宣传方式、方法，又日益呈现出不适应新形势的弊

端。“党内现有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的。……党的报纸刊物很少期刊载理论文字，不善于

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缺少

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 因而使党的宣

传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和低下的水平上。 ”[2]（P122）

这些因素， 严重影响和阻碍着在马克思主义主导意

识形态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的尝试与努

力。如何破解？迫切需要党进行一个科学的解答与回

应。 1949—1956 年这段期间，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灌输”理论的前提下，着重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与民众两者之间寻找切入点， 从切入点来激活民

众认可、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动力。这个切入点就

是民众的利益需要。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联系民众的

利益需求开展主导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学习教育活

动， 使民众认识到主导意识形态不仅能为其在物质

利益、 知识文化和政治参与等方面提供科学合理的

价值诉求， 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实践化中能真正实现

上述诉求的满足；然后经过“认同性”这个桥梁，最终

达到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信仰性”即成为其社会行为

恒久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 如联系民众的物质利

益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习教育活动。 最为明

显的就是这段期间对广大农民所开展五次主题教

育， 每次教育活动都坚持把农民利益的维护与实现

视为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次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

“谁养活谁”教育；第二次配合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而

开展所谓“三个弄清楚、三个澄清”的社会主义原理

教育， 其中之一就是弄清楚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

关系，澄清不问政治倾向的“发家致富”观念的片面

性； 第三次配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开展总路

线教育， 强调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对农民长期利益的

意义；第四、五次开展集体化和合作化教育，坚持“典

型示范”的原则，让农民感受到实行集体化和合作化

是对自己利益的维护、 充实而后积极自愿的加入进

来[8]（P310-313）。此外，还联系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求

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习教育活动。 如这段期

间根据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又希望用先进的理

论知识武装头脑这一特点， 除了出版马列著作和毛

泽东著作外，还建立了广播收音网，发行了许多具有

理论联系实际特色的报刊， 以及出版了诸如艾思奇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历史唯物论、 社会发展

史》和杨献珍《什么是唯物主义》等阐释马克思主义

的通俗性读本。另外，还在各级学校普遍设置了政治

理论的课程体系， 对在校学生开展系统的主导意识

形态教育。 联系群众的政治参与诉求开展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学习教育活动。如在建国初期的“三大运

动”即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以及“三反

五反”、整党整风运动中，通过广泛动员，激发民众的

政治参与热情， 使其在参与政治运动中接受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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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每一个运动中，在每

一处地方， 都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宣传人员向群众

进行宣传活动。这些宣传活动的结果，都使全国绝大

多数人口受到了宣传教育”[12]，“对于全国每一个人

的生活和思想都要引起从来未有的根本变化， 比民

主革命的影响要广泛和强烈得多”[13]。 从意识形态的

政治社会化视域来看， 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通

过密切联系民众利益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

一环节， 使民众在社会化意识的新旧更替中也完成

了向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政治角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 波朗查斯 ．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M]．叶林 等 译 ．北 京：中 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42．

[4] 陈明明．危机与调适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J]．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2010，（06）．

[5] 安维复．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合理化重建[J]．学

术月刊，2010，（09）．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3．

[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96．

[8] 肖 东 波 ．中 国 共 产 党 理 论 建 设 史 1949—1956[M]．北 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2006．

[9] 张述周．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力量[J]．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2010，（06）．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

[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0．

[11] 列宁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1．

[12] 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的为生产建设服务[N]．

人民日报，1953-01-03．

[13] 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4．46．

【责任编辑：董世峰】

Restructuring Mainstream Ideolog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arxism in 1949-1956 Year:

Based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of Ideology
ZHU Qing-yue

(Deng Xiao-ping Theor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1949 -1956, Marxism and its latest Chines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ed from the dominant ideology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CPC had
focused on constructing ideology, scientific ideology, institutionalized ideology and social ideolog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arxism in China. Specifically, it’s a matter of creatively adjust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the category
system of the Marxist ideolog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nceptualized ideology. The following four tasks were
fulfilled: 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Marxist discourse and taking it as guidance for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paradigm for constructing the new scientific ideology; transforming the theory of Marxism in China into the new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social change; constructing a new institutional ideology; guiding
people’s social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of social conduct through Marxist theory and its latest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building up a new social ideology. With the efforts on the above mentioned four
levels, the goal of abolishing the old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one has successfully been
achieved.

Key words: 1949—1956； Chinese Marxism；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ainstream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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